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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莉今后生活如何保障 业内专家称 
 

立法明确谁应对见义勇为者承担补偿责任 
 

对话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  王敬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
员 莫纪宏 本报记者 杜晓 

 
  对话动机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女教师张丽莉,面对失控冲来的汽车,一把推开两名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轧,
造成全身骨折,双腿高位截肢。她的事迹传遍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对此批示,举全国之力救治这位
“最美女教师”。5月 21日下午,“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了骨
科手术,手术过程顺利,目前正在进行术后观察。 
  之前的消息说,张老师已经苏醒,摘掉了呼吸机,可以自主呼吸,并且尝试主动喝水、进食。但是
医生说,这并不意味着张老师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很多复杂的并发症状仍然可能出现,特别是骨科
的部分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问题,而且有可能对全身状态、其他器官系统乃至生命造成威胁。 
  当人们在为她祈祷、祝福的同时,一些十分现实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最美女教师”以后的生
活该如何保障?如何在制度上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对此,《法制日报》记者与业内专家展开
了对话。 
  □对话 
  记者:在重症病房的廊道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表达对张丽莉的尊敬和热爱,用制作卡
片、视频等方式,祈祷“最美女教师”能够渡过生命难关。 
  此外,为表彰张丽莉的壮举以及免去她和家庭的后顾之忧,社会各界纷纷伸出了大爱之手:教育
部授予张丽莉“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黑龙江省教育厅为张丽莉捐助 20 万元；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为其捐助 10 万元；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向张丽莉发出慰问信,表示残联愿为其康复尽最大
努力；全国总工会日前授予张丽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妇联授予张丽莉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连日来,佳木斯市慈善总会接受的对张丽莉的捐款总额已超过 90万元。但也有专家认为,不能把解
决见义勇为者后顾之忧的行为寄托在一家或者一个地方的慈善行为身上,这毕竟不是可靠的制度
保障。 
  具体来说,应该如何从制度上为张老师的见义勇为行为提供保障? 
  王敬波:实际上见义勇为者承担的是一种特别牺牲。那么基于特别牺牲的补偿理论,社会应当
为这种牺牲而承担一定的补偿,所以我们在制度上就必须要明确,政府应该承担对这样的特别牺牲
进行先行垫付的一种责任。 
  从制度层面,可以考虑由这样几个方面来完成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首先,成立见义勇为基
金；其次,在基金不足以弥补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承担起先行垫付的责任；再次,通过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等,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全面和有效的保障。 
  记者:在张老师事件发生之后,有媒体人公开表示,“在百度上搜索‘流血又流泪’,相关结果有
737000个。这些网页上,‘流血又流泪’前面的定语多是:又见、不让、不该让⋯⋯有说现实的,有
说希望的⋯⋯”从法律角度来看,现有的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敬波:张丽莉的情况有点特殊,她实际上是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之后,才更进一步获得了更多
的捐助。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的见义勇为者不为人们所知,默默地承受着见义勇为的行为给他
们带来的损失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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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国的情况而言,统一的、完整的关于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还没有。对见义勇为的行为立法
进行保障,可以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客观上会起到鼓励人们去实施见义勇为行为
的作用,用法律来引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的推广。 
  莫纪宏:在我国,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都属于现有法律位阶中的最低一级——地方性法规和规
章,这些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障效力有限。而另一方面,我国有 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见义
勇为的法规是在 1997年至 2004年这 8年内颁布的,占全国相关法规总数的近三分之二。由此可见,
近几年来见义勇为的立法步伐还不够快。此外,目前散见于各地的见义勇为立法中,还存在两个可
以说是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不一。例如,《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规定》中,规定
见义勇为必须是在法定职责以外实施的行为；在《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规定见义
勇为是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的行为。据此,当负有约定义务的公民(如保安),与违法犯罪作斗争
时,在广东可以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四川却不能认定为见义勇为。又较之广东、
四川不同的是,在北京和山东青岛,按当地的见义勇为保护条例,对于见义勇为的认定没有受“法定
职责”或“特定义务”的限制。 
  第二个问题是对见义勇为进行确认的程序不一。各地区对见义勇为确认的程序基本上由地方

政府自行规定。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确认的程序也各不相同。这样的现状带来的

突出矛盾表现在某个地区的确认程序无法得到其他地区的认可。 
  记者:那么,对于见义勇为在法律上的规定,应该如何完善? 
  王敬波:法律首先应该规定清楚的就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在很多见义勇为的事例中,施
救者、被救者以及肇事者的行为和关系都不一样,迫切需要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科学的标准和认定
程序可供参照执行。 
  其次,法律应该规定清楚见义勇为者的救助方式。对于见义勇为的救助,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就业救助、享受教育方面的优先权利,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好见义
勇为者。 
  再次,在关于见义勇为的法律中,还应该规定清楚致害人或者肇事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
牵涉到犯罪行为的,那么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不涉及犯罪行为,那么应该追究民事责任；如果
致害原因和政府有关,那么应该规定清楚行政责任。 
  记者:去年以来,关于见死不救的讨论屡见不鲜。其原因在于,一些见义勇为者在流血流泪之后,
还成为了被告。对于这样的情形,法律上是否应该进一步有所考虑? 
  莫纪宏:相关法律规定可以参考一些国外的法律。在美国,有一种《好撒玛利亚人法》,这部法
律是关于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
条文。《好撒玛利亚人法》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法律责任上
的赦免。但是,这种情形必须是在紧急事件发生的现场,而且这种救助是无偿的。该法原则上是重
点保护医疗人员、警务人员、消防人员在紧急事件中,救助受伤人员时不必因抢救中出现的问题而
承担民事责任,除非上述人员疏于救助或是救助方式错误或是有意延误。 


